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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17年以来,世界诸多地区政治不确定性加剧,这在某些方面

与2008年有几分相似:在短时间内,人们普遍意识到国际秩序的脆弱性程

度,且无法预测不确定性何时结束。随着特朗普胜选,美国再次成为全球危

机中心,中国则再次成为世界大国中受危机影响最小的国家。与2008年时

一样,中国在2017年危机中仍处于相对有利位置。国际关系将在危机结束

后发生相对变化,并且这一变化可能在亚洲地区表现最为明显,本文旨在探

讨两次危机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及其影响。2008年到2014年,各国均对自身

经济发展状况和全球经济走势深感担忧。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也对中国成

为区域大国和世界经济强国心存戒心。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显得似乎

不再自信,而中国则变得更加“强硬”。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在2015年以后进

入缓慢增长新常态,但是中国领导层得到巩固,并且支持促进全球化进程的

多边活动。美国领导层战略规划和危机管控能力不断下降,政策方向变得

更加难以预测。在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之时,世界需要中国提振经济,在

2017年政治危机面前,世界同样需要中国提供政治信心。就目前而言,美国可

能难以适应自身政治影响力不断下降和中国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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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秩序的存在有其特定的前提和假定,当政治或者经济危机来临之

时,这些假定往往会受到深刻考验和质疑,人们开始期待一个结构上与旧秩

序截然不同的新秩序能够产生。国际危机一般肇始于单个或多个国际突发

事件,它们往往会动摇人们对于现有秩序的信心(credibility),人们担心秩序

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随着局势逐渐稳定,人们在调整预期后逐渐适

应全新环境。就像地壳缓慢移动最终形成地震一样,国际结构缓慢变化也

可能最终导致国际危机。国际危机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人们感到恐慌,人们

像担心地震余震一样担心危机余波。尽管危机中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相互交

织,互相影响,但是两种危机的动因和传播速度不尽相同。2008年全球金融

危机爆发时社会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经济衰退只是暂时现象,情况会很

快好转;而另一观点则认为危机只是无止境衰落的开始。10年后来看,显然

上述两种极端情况都并未发生,但是这场危机却标志全球经济重组进程的

正式开始。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其迅速崛起也引发世

界各国政治担忧,中国周边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2017年爆发的这场政治危机与美国大选以及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Trump)关联密切。尽管这次无人指望经济状况能迅速复苏,但是

人们也无法对此次政治危机进行有效评估。因为通过观察股市变化,人们

至少可以评估危机严重程度。相比之下,政治危机甚至缺乏有效的衡量指

标。人们对当前政治危机充满忧虑,这与其说是担心现行经济或政治秩序

的崩溃,不如说是担心美国作为世界政治秩序领导者的行为变得难以捉摸。

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危机管控、维护国际制度和国际政治秩序方面都处

于关键位置。然而,目前外界对其战略偏好、领导能力以及其执政变数一无

所知。此外,世界其他大国应对危机态度也不十分明确,对于未来10年全球

政治走向,人们充满疑问。但是,2008年以来的十年经济动荡仍能给当下解

决危机提供一些启示。未来难以预测,但是厘清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间的

相互关系,对我们思考当下大有裨益。

要对2017年政治危机进行全面评估,就必须首先针对特朗普胜选总统

所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进行维度分析。再次,需要讨论不确定性的持续时

间(duration)、它所导致的美国外交变化程度(volatility)以及不同地区和议

题上受危机影响的差异(difference)。总之,“特朗普危机”(Trumpcrisis)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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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某种国际社会的深刻变迁,这些变迁与诸多因素息息相关,它们或许预

示着国际政治全新时代的即将到来。

在接下来的两节中,本文将尝试厘清2008年经济危机和2017年政治危

机的相互关系。首先,两场危机的剧烈程度以及美国卷入的深度均对全球

政治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为了应对未知风险,所有国家必须转换观念,过

去人们习惯于在稳定体系中评估边际风险和收益,现在,人们不得不摒弃这

种传统思维模式,思考如何应对不可预测风险。此外,各国受两场危机冲击

程度不尽相同,例如中国在两场危机中损失最少。最后,尽管2008年的经济

危机是当下政治危机爆发的重要背景性因素,当前政治危机仍有其特定的

政治原因。

两场危机的不同之处也同样引人关注,并且至关重要。首先,2008年经

济危机对当前各国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均产生政治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并

未动摇各国国内和国际政治秩序本身。相比之下,当前的政治危机源于人

们对现有政治体系的普遍疏离,这种趋势即便无法立刻造成现有秩序解体,

也会对其构成足够挑战。其次,尽管全球经济在2017年呈现多样化趋势,但

是人们依然普遍担心增长放缓 “新常态”(newnormal)所可能造成的不利影

响。尽管贸易保护主义议题直接与经济问题相关,但是其本身却是作为一

个政治问题而受到普遍关注。尽管中国已不再是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发展中

国家,但是中国已一跃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这一事实已经被其他各国普

遍接受。中国提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一带一路”(BRI)倡

议等诸多举措,也已被公认为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经

济的强势驱动下,一个开放的亚洲已经重新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地带,中国

崛起不再被周边众多国家视作一种威胁,而是当作机遇。正如2008年的经

济危机对国际秩序产生了长期的政治影响一样,2017年的政治危机也可能

对国际秩序产生长远经济影响。

本文最后两节集中讨论了中美两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同2008年一样,

中国在此次全球政治危机中受冲击较小。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政府的提前预

判和充分准备。尽管如此,此次危机将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和各种风险对

中国的影响仍不容小觑。正如2008年后中国在经济领域相对获益一样,中

国国际政治地位也将在本次政治危机后得到明显提升。然而这种提升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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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想象的那么大,并且也会产生一定副作用。首先,其他国家可能高估中国

的实际 能 力,这 将 使 得 中 国 在 运 用 软 实 力 和 处 理 非 对 称 国 家 间 关 系

(asymmetry)方面带来新的挑战。另外,中国也将面临身份认同困境,因为

中国同时拥有世界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这种身份使得中国必须

同时从G2(中美两国)和G193(联合国成员国)①两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和采

取行动。当然,如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与和平统一才是中国在未来30年中

所要面对的最具挑战性任务,其微秒性使得中国需要谨慎为之。

相比中国,特朗普执政将成为美国应对当前危机时的头号难题。对许

多美国人来说,特朗普的四年执政时间似乎难以忍受,但是弹劾亦会造成国

家巨大伤害。就国内政治而言,虽然很难想象2020年时特朗普能成功连任,

但是美国选举政治无疑将深受其成功选战之路的影响。因为后来之人会尝

试效仿,亦步亦趋地踏上权力之路。就国际政治而言,美国外交政策和危机

管控将变得难以预测。其实,抛开特朗普不谈,奥巴马时期的美国政府就已

经表露出某种 “迷恋霸权地位”(nostalgichegemonism)的倾向,而美国对国

际规范所采取的例外主义态度(attitudeofexceptionalism)则正是这种心态

的具体体现。② 事实上,美国政府只有依托现有可用资源,并对不同政策选

项结果做出预判,才能正确行事。如果忽略这点,今后可供美国选择的政策

选项可能将所剩无几。

一、 评估2017年的政治危机

同历史上的任何拐点一样,我们很难确定当前的政治危机究竟何时开

始。尽管2016年6月的英国脱欧(Brexit)公投已让欧洲一体化进程大大存

疑。但是,直到特朗普崛起和最终赢得大选,这次危机的真正影响才开始显

露端倪:这次危机的本质与其说是特朗普上台后的所作所为,或是其各种写

入议程并计划实施的方案对全球政治所可能造成的巨大伤害,倒不如说是

①

②

联合国目前拥有193个成员国。
笔者提出“迷恋霸主地位”这一概念,想要说明这样一种情形:衰落的霸权国总

是沉浸在对权力的记忆中,即使权力转移已经发生,也不愿承认维持霸权已无可能这一

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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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执政让美国有成为全球政治不确定性中心的危险。尽管特朗普上任

不久,但其作为领导人所造成的美国内政与外交不确定性却超越以往任何

时期。①

(一)特朗普政府多种维度上的“不确定性”

目前,不确定性并非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唯一挑战,同时世界政治所面

临的问题也绝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外交政策所带来不确定性挑战。特朗普执

政以来,美国各项政策变化剧烈,相互关系错综复杂,这种模糊的政策走向

造成了美国政治的极不确定性,所有事情都变得难以预期。不仅如此,由于

美国在全球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这种“不确定性”也将影响世界其他国

家的政策稳定。所有国家都必须重新审视对美双边关系;美国盟友开始担

心美国是否会履行同盟承诺;国际社会则对现行国际机制感到忧心忡忡,尽

管它已无可争议地运行了70年之久。

至少在五个维度(dimensions)上,特朗普的政治领导力存在不确定性。

第一,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存在不确定性。在美国政坛中,竞选者在胜选

前后出现言行不一致的情况并不稀奇,但特朗普常常以草率而措辞强烈的

方式发表自相矛盾的观点,并且经常出尔反尔,这在美国政坛上无出其右

者。特朗普的推文经常让其幕僚也感到十分惊讶。② 特朗普的反复无常的

言论也使其政策取向变得难以界定。在对外交往中,他并不在意和对手培

养感情,相反,他更偏好于追求最大收益,也就是其所鼓吹的“交易的艺术”

(“theartofdeal”)。他的这种决策偏好加剧了其政策中的“不确定性”,因此

其政策连贯性始终让人怀疑。③

①

②

③

MelvynLeffler,“The WorstFirstYearofForeignPolicyEver,”Foreign
Policy,September19,2017.

例如,特朗 普 反 对 其 国 务 卿 雷 克 斯·蒂 勒 森 与 朝 鲜 民 主 主 义 人 民 共 和 国

(DPRK)进行谈判的建议,他同样也经常推翻自己过去的主张,例如他曾表示,与金正恩

会晤“十分荣幸”。DmitrySevastapulo,“TrumpSaysNorthKoreaTalksAre‘Wasteof
Time’,”FinancialTimes,October1,2017.

DonaldTrumpandTonySchwartz,TheArtoftheDeal(NewYork:Warner
Pres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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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特朗普政策团队存在不确定性。目前,包括外交团队在内,特朗

普的所有政策团队均面临成员经验缺乏、专业人手短缺、人选富有争议等各

种问题。一方面,特朗普在外交部门人事任命方面反应迟钝。另一方面,特

朗普的涉外干部人选大多缺乏专业背景,并且他们还常常在意识形态问题

上与特朗普意见不一。此外,特朗普极不尊重专业意见,其我行我素的风格

使得外交和情报部门士气低落。相对外事部门所受到的冷遇,军事机关及

相关部门似乎更受总统青睐,但是它们也难以影响总统决策。① 由于美国外

交决策机制本身缺陷和政策走向的反复变化,特朗普时期的外交政策更易

受到总统幕僚间日益公开的矛盾和冲突的影响。② 更为严重的是,特朗普依

靠家庭成员意见拍板的习惯还会造成其决策团队与政策执行机构之间的脱

节问题。由于特朗普不重视政策形成和实施的具体过程,其管理团队的方

式极其简单粗暴,动辄先发制人地解雇那些对其持不同政见者。因此,即使

特朗普政府的各项政策保持一致,其团队执行能力也令人怀疑。

第三,特朗普对奥巴马政府各项政策的全面批判可能导致美国外交政

策的延续产生不确定性。受选举走向和政府更迭的影响,如何维持政策连

续性始终是民主政治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尽管人们对此早有预期,但

2017年奥巴马与特朗普在政策问题上分歧过于巨大,加之特朗普重“交易”,

不重“关系”的行事风格,美国政府的政策不连贯性有可能表现得比以往更

为严重。因此,特朗普之前的各项政策和对外关系极有可能被其本人推倒

重来,也有可能成为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目前难以明确。

第四,特朗普决策时常常带有强烈个人风格,他常常在意识形态和政策

问题上反复无常,坚称“自己从未犯错”,甚至否认“存在犯错可能”。③ 笔者

将这 种 行 事 风 格 所 带 来 的 风 险 称 之 为 “认 知 不 确 定 性”(learning

uncertainty)。这种风险的危害在于,当特朗普发现形势有变时,人们很难预

①

②

③

JulieHirschfeldDavisandHeleneCooper,“TrumpSaysTransgenderPeople
WillNotBeAllowedinMilitary,”NewYorkTimes,July26,2017.

Courtney WeaverandPaulMcClain,“ScaramucciInterview Escalates White
HousePowerStruggle,”FinancialTimes,July28,2017.

BrandyX.Lee,TheDangerousCaseofDonaldTrump:27Psychiatristsand
MentalHealthExpertsAssessaPresident(London:Macmillan,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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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他是否是会在政策上做出根本改变,或是矢口否认变化存在,这就使得美

国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变得更加严峻。

第五,特朗普与他国领导人发生冲突的不确定性。对特朗普来说,公众

形象异常重要,他喜欢与其他领导人开诚布公地进行交流,甚至在双方关系

紧张的情况下,他也常常固执己见(positivespin)。① 这种方式有时会让两

方关系剑拔弩张。在与他国领导人打交道时,特朗普希望树立一个强势、睿

智、成功的领导人形象。但是,当他遇到一个同样希望展现自己个人能力和

决不妥协风格的对手时,其个人风格则极有可能酿成危机。在这种情况下,

特朗普要么选择认输,要么选择妥协,对另一方来说也是如此。到目前为

止,大多数领导人在与特朗普打交道时都表现得十分克制,但是从特朗普时

不时会冒出“唐突之举”(abruptmove)的行事风格来看,发生冲突似乎只是

时间问题。

(二)政治危机的持续时间和过程

就美国历史而言,总统换届常会带来政策不确定性问题。假设希拉

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赢得大选,人们也会猜测她将多大程度上改变

奥巴马时期的政策方针。问题是,特朗普加剧了上述五个维度的不确定性,

它们相互作用,最终酿成此次美国内政与外交的持续危机。从政策导向到

具体执行,从政策连贯性到政策调整幅度,乃至决策风格,美国外交各个方

面均受质疑。因为上述变化,世界政治中心———美国的未来走向变得充满

未知,上述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在短期内难以消退,同时这些影响也不大可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或是彻底消除。特朗普不受前任政府的决策约束;

他的团队四分五裂,而非齐心协力;他的个人行事风格让其麻烦不断,问题

因此难以解决。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影响终将消去,在后特朗普时代,新一届

政府还将不断调整政策,这将使得国家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幅度多大,以

何种方式何时进行,尚不得知。

除了上述因素,特朗普的任期变数也可能加剧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

① JamesPoliti,“Trump’sGrandTourOffersTheatrefromSaudiArabiatoSicily,”

FinancialTimes,May2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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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任期一届四年,目前暂未出现总统任期内被免职的先例。然而,特

朗普已年逾七十,据传其经商生涯中常为获利而不择手段,成为总统支持率

又持续低迷,考虑到种种不利因素,这位总统极有可能任内受到弹劾而下

台。尽管不被看好,但是一位资深参议员曾指出,特朗普再干四年也并非绝

无可能。① 当然,考虑到特朗普获胜时的微弱优势和目前人气低迷的状态,

大选再次获胜似乎希望渺茫。不过历史总有例外,相比2000年时以低票胜

选的经历,伊拉克战争后的乔治·W·布什(GeorgeWalkerBush)便以绝对

票数优势连任美国总统。无论如何,有了特朗普的“前车之鉴”,其继任者的

政治立场都会变得值得怀疑,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危害可能还将继续影响美

国和世界政治。

尽管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政治走向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在某些特

定领域里,美国政府行为仍然有迹可循。例如,假设特朗普在2017年4月时

曾考虑过针对朝鲜核设施进行打击,但是后来放弃了该想法。那么,在韩国

已经选出新总统的情况下,特朗普就不太可能重新考虑动用武力。特朗普

之所以决定放弃这一行动,可能是考虑到这一行动所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并且行动本身也难以确保万无一失。另外,就在美国政府犹豫之际,新任韩

国总统已经开始对国家实施有效领导,考虑到实际情况,特朗普只能谨慎行

事,这是其放弃动武的另一重要原因。尽管如此,特朗普仍有可能做出惊人

之举,他曾在其声明中明确表示,如果金正恩访问美国,他将感到“十分荣

幸”。② 反之,假设朝鲜进一步挑衅美国,特朗普也可能做出过激反应。无论

如何,特朗普的决策都将在各个领域开创诸多先例。特朗普将继续不受任

何先例束缚,即使这些先例是他自己开创的。当然,这些先例也有可能成为

特朗普的潜在政策选项,因为制定新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政策环境。

尽管特朗普不断“开创”(accumulate)美国政治的各种先例,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特朗普一定会遵循自己制定的这些先例,反之,认定美国外交政策将

会因为先例 积 累 而 趋 于 稳 定 则 更 是 一 种 误 判。特 朗 普 经 常 行 事 冲 动

①

②

SenatorMarkWarnerofVirginia,referencedinEvanOsnos,“Endgames,”New
Yorker,May8,2017,p.37.

AnneGearanandAshleyParker,“PresidentTrumpSaysThatHeWouldBe
‘Honored’toMeetwithNorthKoreanDictator,”WashingtonPost,May1,2017.



44   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2期)

(impulsive),他渴望向选民展示其宏大的政治愿景,这种想法有可能导致其

政策的根本性变化。除此之外,特朗普身边还有诸多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和彼得·纳瓦罗(PeterNavarro)之类的激进顾问相伴。其实,激进

派们在制定政策细节上并无过人之处,但是相比其他态度温和的商业顾问

和军事顾问的观点,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特朗普对激进派们描绘的世界末

日和终极一战的场景都深信不疑。特朗普很有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上摆脱

温和派们的束缚,而采取一些非常措施(这些行为极有可能是源自那些激进

顾问们的想法)。谨小慎微的政策无法实现特朗普的宏大目标,这会给他不

断带来挫败感,他最终可能在战略层面寻求突破。此外,因为国会的阻挠,

特朗普在国内政策上屡屡受挫,这也可能促使其在外交政策中采取更为极

端的冒险主义。

尽管如此,美国政策变化幅度仍将受到现实制约:首先,特朗普在其就

职演说①中阐述的“美国优先”立场疏远了美国盟友,并且美国单独行动能力

也在不断下降。其次,在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美国想要实现一个政策目

标,而又期望不在其他领域产生不可接受的后果,做到这点十分困难。也

许,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为美国进行常规战争增添不少底气,但是与另一个

国家展开核战争则会增加美国自我毁灭的可能性。正如利比亚、伊拉克和

阿富汗战争所表明的那样,干涉易,胜利难。特朗普刻意打造自己疯子形

象,为达 目 的 而 可 以 不 顾 一 切———这 也 许 符 合 国 际 关 系 中 的“疯 子 理

论”———也许疯子本身没有任何禁忌,但其行为依然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

(三)热点地区和冷点地区

尽管目前全球普遍受到政治危机影响,但是一些地区和国家受波及程

度较少,而另一些地区和国家则损失更为严重(hotpotsandcoldpots),比如

中东地区。长期以来,该地区局势持续动荡,2017年的政治危机更是使得和

平进程变得更加曲折而复杂。尽管危机本身无法决定中东局势最终走向,

但是作为一种重要外部因素,危机使得中东局势频添变数:叙利亚国家命

① Donald Trump,“Inaugural Address,”January 20,2017,https://www.
whitehouse.gov/inaugural-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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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伊朗政治走向、沙特皇室政权延续都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该区域内不同

政权类型间相互竞争,同时区域内部非国家行为体迅速崛起,加之外部势力

的不断介入,这些似乎都预示着中东地区冲突将愈演愈烈。

当前政治不稳定的地区还包括欧洲和南美地区。英国“脱欧”引发了人

们对欧洲认同的全面反思。就欧盟而言,内部的人口频繁流动和外来移民

问题共同滋生了欧洲本土排外主义情绪。尽管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当选法

国总统(EmmanuelMacron)和安格拉·默克尔(AngelaDorotheaMerkel)

连任德国总理的消息稍稍缓解了人们对于欧洲解体这一最坏结果的恐惧,

但是随着边界冲突等问题的持续升温,排外势力已经借由俄乌冲突和移民

问题迅速扩张影响,并且其基层组织得到不断壮大。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

政治一体化进程将处于全面守势。① 在南美,委内瑞拉前途黯淡。由于政经

马车双双失灵,巴西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下滑,目前南美地区难以发现

其他有潜力的地区领导者。

尽管2017年以来,朝鲜半岛地区形势不断恶化,冲突似乎一触即发,但

是相较其他地区而言,东亚地区的政治风险仍然相对较小。与此同时,亚洲

地区经济发展势头整体良好,这不仅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得益

于中国对于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支持。再来看看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为东

亚地区发展制造麻烦,先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然后又是

显示出对朝鲜问题过度关注,美国很大程度上凭借“重返亚太”所获得的地

区影响力已大打折扣。此外,面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放缓,经济进入类似

中国的“新常态”的新情况,中国政府一改传统经济发展思路,不再单纯强调

自身快速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亚洲国家的合作共赢提供了新的机遇。

(四)两次危机与时代分界点:2017年的特殊意义

如果我们将2008年和2017年的两场危机视作21世纪人口红利效应的

分界点②,就会发现,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均生产率的提高,人口要素在国家实

①

②

PhilipStevens,“TheLessonoftheGermanElections,”FinancialTimes,

September28,2017.
BrantlyWomack,“AsymmetricParity:U.S.-ChinaRelationsinaMultinodal

World,”InternationalAffairs,Vol.92,No.6,2016,pp.1463-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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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中的重要性程度正在不断上升。例如,中低收入国家在全球国内生产总

值中所占比例已从1994年的32.5%上升到2014年的47.6%,①在当今全

球市场篮子中,大约有一半商品是在发达国家之外生产的。中国崛起促进

了这一普遍现象的形成,究其原因就是得益于其巨大人口红利以及20世纪

80年代的经济快速增长。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人口红利与发达

国家所拥有的资本和技术力量仍有着本质区别。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源于美国,中国崛起并非其真正原因,因为中

国崛起主要依靠自身人口结构优势以及自身发展中国家定位所带来的众多

合作机会。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技术持续创新,投资规模始终保持增长,

这些都为中国带来巨大经济回报。同样,特朗普上台正是2017年全球政治

危机加剧的深刻根源,中国依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是在此次危机爆发之

时,中国崛起已使得全球生产力水平对比发生总体性变化,国际政治体系的

实力结构因为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也可能发生某种改变。

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非2017年政治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但是它

对所有国家认识政治危机提供了某种背景性影响。随着中国崛起,中美两

国商品生产总量已经并驾齐驱,几乎共同占到全球总量三分之一。中美双

边关系不再仅是两国最大关切,它们对于世界其他地区也显得至关重要。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世界其他国家开始重新调整他们对于国际政治秩

序的展望,这种观点上的转换将可能直接影响2017年后的国际政治走向。

意识到美国新任政府自身定位存在不确定性等诸多问题,世界其他国家普

遍认为,就像2008年时一样,中国完全可以在政治危机之时向前继续迈出大

步,在国际政治信誉方面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影响力。

2017年爆发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BlackSwanEvents)使人们产生诸

多疑问:这些事件的影响还会持续多久? 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总

统,那么世界政治是否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要知道她在2017年的美国大选

中离胜利仅一步之遥)?② 2017年后 “黑天鹅”事件还将发生,人们是否可以

①

②

该数据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来源于世界银行 《2016世界发展指标》。
希拉里·克林顿以较大优势赢得了普选,但是却未能赢得足够选举团票,这直

接决定了选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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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进行预测? 全球化道路是否即将迎来巨大转折? 我认为,上述现象反

映并强化了全球政治危机所塑造的某种普遍趋势,这种趋势与全球化时代

下的互联互通紧密联系。第一,全球化已成为问题重重的现实。① 第二,在

国内政治中,国家开始强调引导大众关注信息,而非简单垄断信息,所有政

权类型均需遵循这一规律。第三,在国际政治中,政治议题的不确定性不断

增强,这将成为后霸权时代②的普遍现象。

20世纪90年代,许多国家认为全球化进程的本质就是体系主导国家强

制推行自身价值观和实现自身经济利益诉求的过程,因而对其保有抵触情

绪。目前,当务之急不是讨论观点对错与否,而是思考如何消除全球化所带

来的内外不利影响。2008年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不争事实,选择自我封闭

没有出路。尽管如此,社会流动加剧以及共同体身份认同缺失仍然使得各

种本土保护主义运动在世界上不断兴起,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populism)势

力的不断壮大就是其主要表现形式。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迅速普及,大众联系方式不断发生

变革,在信息时代,通信成本几乎为零,交流更具时效性而且可以随时随地

不受限制。通过分析受众群体的样本数据,针对有着共同爱好和行为倾向

趋同的人群投递精准信息成为可能。尽管因特网的普及和海量资讯生成被

认为是信息时代的主要标志,但是相比信息获得的便利性和相关性,信息时

代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在于:媒体对于社会事件可以进行实时传播,社会事件

瞬间获得海量关注成为可能。在网络时代,个人媒体和政治家们都必须对

时事热点保持敏感,并且能够快速形成观点,整合相似立场人群并且形成舆

论群体,这将成为他们的必备技能。在这个政治议题竞争“高关注度”的时

代,获得“高关注度”比传播信息内容本身更具价值,在这种逻辑之下,犀利、

①

②

Brantly Womack,“China’sFutureina Multinodal World Order,”Pacific
Affairs,Vol.87,No.2,2014,pp.265-284;YvesTiberghien,“AnUncertainWorld:

RisingPowers,SystemicRisk,andtheRoleofInstitutionsandEntrepreneurship:A
ResponsetoBrantlyWomack’s‘China’sFutureinaMultinodalWorldOrder’,”Pacific
Affairs,Vol.87,No.2,2014,pp.285-293.

对“后霸权时代”的讨论,可参见:AmitavAcharya,TheEndoftheAmerican
WorldOrder(NewYork:PolityPres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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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奇的激进观点具有独到优势。正因如此,国内政治危机才会愈演愈烈,因

为危机不仅只是源于人们对观点本身的分歧,新媒体对分歧的传播和渲染

也必须为当前的政治危机产生负上一定责任。

2017年危机后的第三种明显趋势是国际政治中的不确定性将在后霸权

时代长期存在。特朗普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方面,他希望美国能

从全球冲突中全身而退,降低美国在全球干涉中的损失。另一方面,他又希

望增强美国军事实力,“让美国再次伟大”。对于美国来说,适应后霸权时代

的国际政治模式绝非易事,因为这对美国伤害巨大。考虑到美国曾经的霸

主地位,这并不奇怪。然而,缺乏一个有战略信誉的世界霸主(credible

hegemonicpower)也会让世界其他国家一时难以适应。在后霸权时代里,权

力仍然十分重要,但其决定性地位将大打折扣,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将更

趋复杂。

二、 两次全球危机的相同点

如果说两次全球危机存在根本相似之处,那就是它们均对世界产生深

远影响。在正常时期,国家和社会个体均可根据过去经验来预测未来走向。

基于上述假定,人们得以对未来进行详细规划。在正常时期,社会个体和国

家极少考虑那些不大可能发生的巨大灾难,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对现行计划

的不断改进。但是,危机使得所有事情都变得充满变数,在这种情况下,全

球危机更是使得所有人的现在和未来都变得愈发难以确定。

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例,世界经济的迅速复苏似乎是最不可能的结

果:股市崩盘可能导致金融体系全面瘫痪;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价格大幅跌

落;分析师们似乎对未来“充满信心”,但是他们的观点让人难以信服。再来

看看2016年和2017年:美国每月选情让人堪忧,世界其他地区选举情况也

不尽人意,世界政治已然面临巨大挑战。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类似,尽管此

次政治危机不大可能导致政治秩序的彻底崩溃,但是全面复苏似乎也希望

渺茫。危机爆发之后,国际政治秩序始终在恢复稳定和全面崩溃之间不断

摇摆,由于巨大可能性空间的始终存在,人们对于政治体系全面崩溃的场景

充满担忧。在这种情形下,稳定大众预期要比小修小补更为重要,有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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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旧秩序,但是没人确信是否退回过去就可以万事大吉。

在全球性危机面前,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中国也不例外。2008年的

金融危机表明:经济全球化已成现实。2017年的全球政治危机则预示一个

新的全球政治体系正在诞生。当然,这次全球政治危机对世界各国造成影

响的方式不尽相同,各国遭受的损失也有高有低。越南预见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议(TPP)气数已尽,不得不反思其对外政策。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

中,中国依赖进出口贸易的沿海省份受危机影响较为明显,但是按损失比例

而言,中国受冲击仍然较小。与此类似,得益于中央政府对国家发展的坚实

领导,2017年中国受本土保护主义(nativism)影响较小。在对外方面,中国

在没有美欧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主动将其合作倡议的影响辐射到其他国家。

与中国相反,美国似乎并未意识到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结构所发生的巨大

变化,也未充分理解当前政治危机对全球政治所造成的影响。也许美国政

府以为,只要凭借自己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的有利地位,解决好自身问题,

其主导的世界秩序就能继续维持。

持续时间的难以预知也是两次危机的共同特征之一。在上述两个案例

中,“危机会持续多久”这样的问题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考虑到危机对人们

的预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类似“危机造成的影响会持续多久”一类的问题

似乎更加值得追问。因为,随着危机持续时间不断增加,人们会逐渐适应危

机所带来的变化。人们不再对那些危机发生后的变化感到诧异,对危机的

过度恐惧感也将逐渐消失。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点。尽管

这次危机已经过去十年之久,并且它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但是,人们已经

开始学会了适应这些变化,并逐步接受了危机之后的全新模式。

三、 两次全球危机的不同点

尽管经济与政治有诸多关联,但是研究2008年经济危机和2017年政治

危机之间的差异也同样意义重大。2008年的危机使得政府、家庭乃至个人

都被置于巨大不确定性面前。面临相同处境,各国人民均对政府抱有厚望。

尽管各国经济形势严峻,但是多数国家国内政治依然保持相对稳定。当然,德

国和希腊除外,因为两国在危机之前的便已多有龃龉。2008年到2017年这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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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尽管有些国家走向失败,有些国家面临“颜色革命”(colorrevolution),

但这更多都是由国内政治变化导致,而非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结果。

相比之下,2017年全球经济运行相对稳定,但国内和国际政治却深陷危

机。在美国,尽管奥巴马政府成功地带领人民摆脱经济危机阴影,经济增长

和就业市场均出现积极复苏迹象,然而特朗普的当选为美国的未来又增添

了新的不确定性。在欧洲,尽管各国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问题,但是身份政

治(identitypolitics)才是欧洲各国政局动荡的真正元凶。政治持续波动导

致了许多反常政治现象,在法国,左右两翼大党轮流执政的传统已被打破,

代表温和派的法国新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就是法国传统政党体系的

“局外之人”。再来看看拉丁美洲,尽管委内瑞拉的经济形势已经不容乐观,

但是相较之下,其国内政治危机更是让人心忧不已。回首2008年到2016年

的这十年时间,除了爆发“颜色革命”的几个国家之外,多数国家的国内政治

和国际关系之间仍然界限明晰,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内问题开

始有不断扩大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国际体系开始受到挑战,国际政治秩序合

理性开始受到质疑。

相比其他国家,2008年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则显得波澜不惊。由于多种

原因,在2017年的政治危机中的中国也几乎同样是“一枝独秀”。首先,中国

在保持低海外投资规模的同时持续加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贸易往来,因

此相对其他邻国,中国受经济危机冲击较小。① 其次,中央政府可以凭借大

量的经济储备以维持高增长率。2008年以来的十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率从

10%逐渐下降,但是仍然比其他国家运行更为平稳。中国经济规模在2010
年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

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生产国。② 在世界其他国家步履蹒跚之际,中国经济逆

势上扬。与直觉相反,尽管2001年到2007年间中国年均增速高于2008年之

①

②

BrantlyWomack,“ChinaandVietnam:ManaginganAsymmetricRelationshipin
anEraofEconomicUncertainty,”AsianPoliticsandPolicy,Vol.2,No.4,2010,pp.
583-600.

有关 不 对 称 经 济 增 长 的 国 际 政 治 意 义 的 研 究,可 参 见:Brantly Womack,
“AsymmetricParity:U.S.-ChinaRelationsinaMultinodalWorld,”InternationalAffairs,

Vol.92,No.6,2016,pp.1463-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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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年均增速,但此时其他国家也同样表现良好。2008年之后事情发生了改

变,全世界只有印度GDP可以与中国比肩,但是如果计入工业增加值(industrial

value)数据,印度则仍然落后。① 反观中国,2001年到2007年,中国在世界经

济总量中的占比为5%到7%,但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蹿升至12%。②

讽刺的是,中国在2008年危机中相对成功的表现也带来了其他方面的

问题。例如,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形成强烈反

差,这种反差使得其他国家开始担心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在他们看来,经

济方面的成功使得中国开始更加强硬地在国际关系的其他领域采取行动。③

中国正在迅速扩张其海外投资,并在随后的南海和东海主权争端中变得更

具对抗性。作为中国硬实力的基础与表现形式———其相对的惩罚与奖励能

力———在不断上升的同时,中国的软实力———吸引和劝说他国的能力———

却在不断下降。显然中国比过去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似乎也比以往更加

缺乏吸引力(attraction)和说服力(persuasion)。④

2017年中国经济形势与2008年时不同。早在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就已经宣布,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进入温和增长的 “新常态”。事实证明的

确如此,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数据⑤,2016年中国工业增长率为6.1%,

①

②

③

④

⑤

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016世界发展指标》。
同上。

AlastairIainJohnston,“How NewandAssertiveIsChina’s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Security,Vol.37,No.4,2013,pp.7-48;BjornJerden,“TheAssertive
ChinaNarrative:WhyItIsWrongandHowSoManyBoughtintoIt,”ChineseJournalof
InternationalPolitics,Vol.7,No.1,2014,pp.47-88;BrantlyWomack,“Chinaandthe
FutureStatusQuo,”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8,No.2,2015,

pp.115-137.
笔者认为“软实力”包括三个元素:关注度(attention)、吸引力和说服力。关注度

指的是其他国家对于行为体的关心程度。吸引力是指其他国家受益于行为体和效仿行

为体的程度。说服力是指在施行特定政策时,使其他国家相信与行为体具有共同利益的

能力,即“双赢”的能力。相关内容可参见:BrantlyWomack,“DancingAlone:A Hard
LookatSoftPower,”JapanFocus,November24,2005,http://www.japanfocus.org/-
Brantly-Womack/1975.

AsianDevelopmentOutlook2017,AsianDevelopmentBank,TableA4,value
addedinindustry,p.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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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柬埔寨、老挝、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之前。尽管仍处

于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率排行榜的前端,但中国已不再是一骑绝尘。另一个

与2008年形成鲜明反差的地方是,中国经济体量到2017年时已在亚洲处于

绝对优势,并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就规模、贸易量和对外投资额

而言)。到2015年,中国经济规模是日本的1.5倍,印度的3.7倍,俄罗斯的

5.4倍,东盟的3.6倍①。2014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超过了日本、印度、俄

罗斯和东盟的总和。②

2008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世界瞩目,但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的忧

虑。到2017年情况有所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使其在经济领

域(尤其是在东亚经济圈中)举足轻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进入了温和增

长的新常态,这有助于稳定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发展轨迹的预期。除此之外,

还有两个因素也让中国变得更富吸引力:第一,中国已成为世界秩序事实上

的重要支撑;第二,中国致力于推动多边发展项目与合作,内容广泛。在目

前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政治极不稳定的情况下,上述因素对其他国家至关

重要。

经过最初的观望,中国迅速加入到维护全球秩序的行列中来,对温室气

体减排协议的大力支持就是突出案例。2014年11月,在习近平和奥巴马的

共同领导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共同政策得以诞生,它将成为全球进程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其次,中国也在支持如非洲维和行动等联合国工作方面

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地区问题上,中方始终支持伊朗核协议和重启朝核问

题六方会谈(six-partytalks)。1996年“上海五国”(ShanghaiFive)的成立以

及随后诞生的上海合作组织(SCO)更是为冷战后的中亚和平做出了突出贡

献。当然,美国政府还是时不时地会批评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常对美国

①

②

③

世界银行数据没有录入马来西亚的美元流通情况,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2016世界发展指标》。
同上。
“U.S.-ChinaJointAnnouncementonClimateChange,”November12,2014,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11/11/us-china-joint-announcement-
climate-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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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国际倡议持观望态度,但这往往是因为这些倡议往往不利于稳定全

球秩序,其本身的合理性就令人怀疑。

总的来说,中国在区域合作和全球发展方面做出的承诺和投入都极具

吸引力。在这其中,“一带一路”倡议尤为引人注意,它是中国所提出的系列

类似主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中国在发达国家的投资也在迅速增加。

考虑到这点,亚投行对中国周边诸多邻国和美国众多亲密盟友的巨大吸引

力也就不足为奇。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其开放程度让人印象深刻,其参与成员囊括美、日、韩、朝诸国。各种大型项

目往往难以获得彻底成功,但中国政府已经促成各国合作发展的良好势头,

这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奠定了全新基调。① 2008年时,诸多周边邻国

尚在担心沦为中国 “后院”。到2017年时,他们已经“谨慎”接纳中国,并自

愿融入一个由中国领导的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的亚洲。在2017年7月于乌拉

圭举行的拉丁美洲政治学协会会议上,仅有1篇论文标题涉及“日本”,5篇

涉及“印度”,6篇涉及“美国”,却有23篇论文标题涉及中国议题,中国影响

力可见一斑。②

其实早在2017年全球政治危机发生之前,中国的上述变化就已经显露

端倪,只是危机产生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了中国繁荣稳定所带来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对危机的深刻反思也坚定了中国寻求国际合作的态度和信心。

与唐纳德·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习近平采取了一系列审慎而又连贯

的政策。除此之外,习近平还表现出了政策调适能力,2014年夏季调回

HYSY-981型石油钻井平台的决定便是个很好的案例。③ 目前,至少2017
年4月中美两国首脑在佛州举行的庄园会议是十分成功的④,中美两国领导

①

②

③

④

EvelynGoh,ed.,RisingChina’sInfluencein Developing Asia (Oxford:

OxfordUniversityPress,2016).
Programma:NovenoCongresoLatinamericanodeCienciaPolitica(Programof

theNinthCongressofLatinAmericanPoliticalScience),Montevideo,Uruguay,July25-
29,2017.

AlexVuving,“DidChinaBlinkintheSouthChinaSea?”NationalInterest,July27,

2014,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id-china-blink-the-south-china-sea-10956?page=3.
TomMitchel,“TrumpDisasterAvertedIsaSuccessforBeijing,”Financial

Times,April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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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爆发冲突的可怕场景人们尚难以想象。

正如即使没有危机发生,中国经济在2008年后也会继续增长一样,即使

没有2017年的政治危机,中国的政治威望和软实力也会不断上升。2008年

经济危机爆发之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形

成的反差使得中国似乎在极短时间内一跃成为经济强国。2017年的政治不

确定性也有可能导致类似的结果:中国政治领导力和威望将快速提高。尽

管如此,无论是就经济还是政治而言,世界都已经处于后霸权主义时代。在

这样的时代里,中国并非是在取代美国,但是中国的区域和全球地位都在快

速上升,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四、2017年后中国的发展前景

目前,有人认为特朗普当选和世界其他地区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有利于

中国,这种观点是存在错误的。事实上,中国将被迫花费大量精力应对美国

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影响,因为中美互为相互依存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崛

起的真实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受危机影响较小,因此全球政治的不确定性客

观上将使中国的全球地位在政治上处于相对有利位置,特别是在亚洲政治

地位的相对提高,这与2008年后在中国在经济领域所发生的情况类似。但

是,中国在政治地位方面的提升并不意味着政治危机本身得到解决,而是意

味着承担更多责任,新的挑战将不断出现。

中国在应对当下全球政治危机方面比其他大国准备更为充分。如上文

所述,美国受危机影响最严重。尽管美国的民主政治“反弹”(rebound)并且

拒斥了一系列特朗普的决定,但这已经于事无补,美国在战略机遇和政治信

誉方面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欧洲深受认同政治问题困扰,这将使人们对

于建立一个有着广泛跨国协作性欧洲共同体的信念受到极大动摇。俄罗斯

被邻国孤立,印度影响力不断扩大的结果是其邻国的不断疏远①,日本渴望

① SampaKundu,“India’sASEANApproach:ActingEast,”TheDiplomat,April
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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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和区域活动中有所作为,但只是成为行动者,而非成为领导者①。依

靠庞大的经济规模、可靠的政治领导,并且坚持与不同政治体制国家和平共

处,中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比以往更具吸引力。

考虑到前文所提及的各种优势,假使危机没有发生,中国甚至可能表现

更佳。诚然危机将会在短期内造成中美两国相对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但正

如中国的经济优势并非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一样,特朗普所带来的政治混

乱也并未增强中国政治实力。奥巴马政府阻止英、澳加入亚投行的失败进

一步表明,美国即使采取更具协调性、也更富竞争力的外交政策,也难以阻

止中国倡议的成功施行。也许,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中国的国际影响

力不会像现在这般快速扩张,但是其坚实基础依旧会稳步前进。可以想象,

希拉里·克林顿将会像20世纪90年代比尔·克林顿(BillClinton)政府一

样调整政策,接受只能与中国协调合作的现实。②

尽管中国在此次政治危机中表现得比美国更为坚定而可靠,但是这并

无助于解决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出于对美国政策稳定性的担

心,世界其他国家开始更多地将目光转向中国,而中国除了必须肩负新的国

际责任之外,还不得不妥善处理双边外交关系。进一步讲,这也可能使得未

来中美两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存在不确定性。最后,即使中

国愿意履行国际责任,但就诸如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而言,中国也难以凭

一己之力完成,也许与美国合作才是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

(一)中国面临的新挑战:谨慎使用软实力与处理不对称性双

边关系

以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例,一系列大型活动的

成功举办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不断提升的政治软实力,但软实力是一种十分

①

②

DavidKang,ChinaRising (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9),

pp.104-125;LowellDittmer,“AsianSecurityAlliances:ChineseandJapaneseExperiences
Compared,”AsianPerspective,Vol.38,No.1,2014,pp.1-29.

对于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后可能采取的政策,可参见:JamesSteinbergand
MichaelE.ÒHanlon,StrategicReassuranceandResolve:U.S.-ChinaRelationsinthe
Twenty-FirstCentury (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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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的资产。正如约瑟夫·奈(JosephNye)所言,软实力是指行为体在没有

奖励或惩罚的情况下使别人服从的能力。① 而在软实力是所包含的三种元

素当中,除了吸引能力和获得关注的能力外,软实力所包含的最为重要元素

是说服能力。说服力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构建双赢性质的合作框架是某项

政策具备说服力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即使是在双赢性质的合作当中,

不对称关系也会对双方合作产生影响,较弱的一方因为处于合作不利地位,

因此常常对于合作风险更加警惕,对于重大变革也更加谨慎。按照这个逻

辑,中国仅仅依靠政策宣示的方式来强调合作的双赢性质是不够的;中国必

须让其合作伙伴相信该项政策比其他政策更加安全也更加有利。考虑到全

球政治危机的影响,相对国内政治稳定的中国已经具备一定优势,但这远远

不够,它还需要说服其合作伙伴相信,与中国的关系更加紧密才是降低风险

并且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上上之策。

讽刺的是,尽管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方面享有战略信誉,并希望以此作

为战略资本来领导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但是要达成这一目标的前提

是,亚洲国家愿意在全球化时代下选择继续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

关系。尽管全球化浪潮使得每个国家的选择都变得多种多样,但是选择改

善特定国家间关系通常更具吸引力,例如,自由贸易协定(FTAs)就比其他

具有排他性双边关系的协议更具吸引力。按照这种逻辑,中国提出建立伙

伴关系而非同盟关系的举措在全球化时代下十分受用。② 如果中国要求其

合作伙伴在中、美或中、俄间选边站,则中国的潜在合作伙伴可能会明智地

选择避免做出这种承诺,进而放弃合作。它们知道,如果选边站,它们就会

失去更多机会,并且丧失外交灵活性。就这点而言,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将更

有利于大多数国家保持外交独立性和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所以中国只有

确保这些国家在与中国合作时也能发展与其他国家双边关系的前提下,它

们才会更加愿意与中国加强合作。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必须是自由的

①

②

JosephNye,BoundtoLead(NewYork:BasicBooks,1990);alsoJosephNye,

SoftPower:TheMeanstoSuccessinWorldPolitics(NewYork:PublicAffairs,2004).
GeorgStrüver,“‘BereftofFriends’? China’sRiseandSearchforPolitical

PartnersinSouthAmerica,”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7,No.1,

2014,pp.11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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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也必须是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的亚洲。

随着中国政治领导力的不断增长,如何妥善处理大量的非对称双边关

系也将成为中国面临的新的挑战。① 中国可能会试图利用自身经济实力作

为重要手段,迫使邻国按照中国意愿行事。中国在“萨德问题”上向韩国施

压,要求其停止布置“萨德”(THAAD)导弹防御系统便是案例之一。理论上

来说,中国使用不对称优势来应对重大国家安全威胁并非全无道理。然而

大国常常也会过度运用不对称实力来处理其他威胁程度较小的问题,因为

这种方式可以让他们更加迅速而彻底地占据上风。然而,这种不当做法将

会带来两个方面的战略问题。首先,中国邻国众多,他们时刻都在关注中国

动向。如果中国向某个邻国持续施压,这些国家就会变得更为谨慎,也更不

愿意亲近和依靠中国。其次,由于中国与很多国家存在不对称的双边关系,

因此中国制定互动规则时,除了强调国家利益原则外,还必须强调公平原

则。区别对待行为将削弱中国的战略信誉,破坏中国发展所依靠的国际秩

序的走向。

诸多研究表明,大国衰落往往源自于过度的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② 考

虑到中国发展的特点,中国崛起似乎不大可能成为这一规律的又一牺牲品。

然而,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浓厚,快速崛起所滋生出的大国心态也可能导

致中国在软实力方面产生某种微妙过度扩张。与此同时,这种傲慢的大国

心态也将对中国的国际领导力产生负面影响,其典型表现就是其他国家与

中国的合作意愿不断减少。某种程度上,这种傲慢心态还可能会让中国对

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对合作伙伴的利益关切却视而不见,其结果是中国

领导国际合作的能力不断减弱。

(二)国际身份和领域对领导力的影响

中国面临的另一难题是如何定位自身国际身份及与之相应的领导地

①

②

BrantlyWomack,Asymmetr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hips (New York: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6).
RobertGilpin,WarandChange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81);PaulKennedy,TheRiseandFallofGreatPowers:Economic
ChangeandMilitaryConflictfrom1500to2000 (NewYork:RandomHouse,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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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中国是一个跨地区大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成员之一的世界大国。由于身份上的多样性,应该选择哪些地区

和领域承担领导责任将成为中国不得不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同地区和

不同领域对待同一议题的态度往往不尽相同。例如,在气候变化等全球议

题上,世界各国可以共同协作,但在其他方面,这些国家就可能剑拔弩张。

如果中国选择只在G2框架内与美国展开合作,那么其他中小国家就会担心

大国意志将会凌驾于本国利益之上。如果中国选择在G20框架内进行国际

合作,那么又会在行动力方面陷入困境,尽管这对阐明和解决发展中国家所

关心的问题大有裨益。

近年来,东盟国家提出一系列合作倡议。从1994年东盟牵头形成地区论

坛到后来10+3合作机制的建立,到目前对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的各种磋商,为上述问题提供了诸多案例。就东盟自身发展而言,区

域合作不断加深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果,东盟在成功吸纳中、日、印等域外大

国参与东盟建设的同时,其自身区域领导力也存在边缘化的危险。目前为止,中

国始终尊重东盟国家在多边努力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且支持东盟各项倡议。

(三)实现“伟大复兴”及其困难

在未来30年里,中国即将长期面临的最困难挑战将是如何将港澳台地

区与大陆整合成为一个单一实体。香港《基本法》的50年有效期限将于

2047年到期,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其他替代方案。与此同时,澳门《基

本法》也即将于2049年到期,这与香港《基本法》所面临的情况极其相似。可

以预见,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目前海峡两岸的状态似

乎将难以为继。总体而言,这种统一趋势似乎已成定局。因为上述区域并

未相互独立出去,也没有任何国家同时给予上述地区外交承认。然而,目前

情况与中国的“伟大复兴”仍有一定距离,而且30年的时间似乎也不足以实

现这一目标。

实现上述目标将是十分困难和复杂的过程。首先,这些地区存在着建

制差异。港澳台地区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利,台湾地区拥有一套相对独

立的政治体系。此外,港澳台三地的经济规模、发展水平以及与大陆关系也

各有不同。尽管三地都是中国组成部分,并且其中的两个已经成为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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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行政区,但是如何在保证地方自治权利的同时兼顾顶层设计,这一元宪法

难题(metaconstitutionalproblem)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从理论上讲,这样的

顶层设计已经殊为不易,而将其付诸实践则更是难上加难。

也许,随着中国政治声誉不断提高,整合情况将会变得更为乐观,因为

按照目前形势发展,统一将被视作大势所趋。随着2047年的临近,中国政府

势必采取更为明确的举措,这极有可能决定中国未来。也许,让不同地区学

会更多地互相尊重,才是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根本任务。

总体来说,中国的政治声誉和国际影响力都在全球政治危机当中迅速

提升,前景相当光明。有一点值得说明的是,无论是在2008年还是2017年,

中国的迅速崛起都非源自美国的失败,而是归功于中国自身的发展。2008
年中国经济稳定,2017年的政治发展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两次危机发生,中

国各项数据绝对值(absoluteterm)也许会表现更好。然而,中国已从两场危

机中获益众多。

五、2017年后美国的发展前景

如果说2008年经济危机对美国造成了一定冲击,那么,2017年的政治

危机则似乎让美国形势变得更加严峻。美国未来前景更加暗淡。2008年,

经济危机在小布什任期的最后六个月里突然开始显现威力,而当时仍未上

任的奥巴马团队已开始准备应对之策。美国GDP在2009年时下降了3%,

但在2010年恢复了3%,从2008年到2014年总体增长了8%。尽管如此,

美国的工业增加值仍然表现不佳,2009年下降了6%,2014年则表现为略低

于2007年的水平,①到2016年底,美国国内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恢复。

然而,美国总体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一)特朗普上台及其影响

就目前而言(截止至2017年10月),这场政治危机所导致的最大问题并

不是危机已经对世界造成了多大伤害,而是它未来还将造成多大伤害,以及

① 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016世界发展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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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伤害持续时间不确定性所引发的恐惧。特朗普执政已经导致了美国国

内的持续动荡,自身难保的美国政府已经难以让世界其他国家相信自己的

意图和采取行动的承诺。面对当前困局,人们也似乎丝毫看不到改善的迹

象,对于解决问题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人们似乎一筹莫展。尽管特朗普当选

总统还未给美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是美国国内舆论已经一片哗然。我

们也很难想象任何国际有识之士会对其当选后的美国持乐观态度。

如上所述,特朗普政府在常规外交和危机管理方面的举措难以预测,加

之美国国内存在的其他问题,美国政治表现出极大不确定性,其结果是特朗

普政府的行为饱受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媒体的广泛批评,面对美国的各种

提议和政策,世界各国开始变得犹豫不决,与美国合作意愿不断减弱。美国

政府引领世界舆论的能力因此大为削弱。

(二)对世界霸权的迷恋及其代价

格雷 厄 姆 · 艾 利 森(Graham Allison)因 其 提 出“修 昔 底 德 陷 阱”

(Thucydides’sTrap)而备受批评,他的理论认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和不断衰

落的美国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① 事实上,艾利森并非认为战争不可

避免,他只是推断:在中国持续崛起、美国担心失去霸主地位的恐惧以及两

国存在文化隔阂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似乎极大。

艾利森深受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这些观点认为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

的权力过渡很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国际战争。② 但是就美中关系而言,尽管两

国经济规模大致相同(显然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但两国所拥有

的能力及所处环境却大相径庭。③ 在任何时候,中美两国都难以保持绝对的

对等关系,也不存在任何必须通过“挑战”来解决的利益冲突。而且,身处这

样一个后霸权时代,那种传统格局中的绝对权力制高点似乎也并不存在,因

此也就谈不上什么获得和失去,更谈不上为之一战。

①

②

③

Graham Allison,Destinedfor War:Can Americaand China Escapethe
Thucydides’sTrap? (Boston:HoughtonMifflinHarcourt,2017).

A.F.K.Organski,WorldPolitics(NewYork:Knopf,1958).
BrantlyWomack,“AsymmetricParity:U.S.-ChinaRelationsinaMultinodal

World,”InternationalAffairs,Vol.92,No.6,2016,pp.1463-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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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修昔底德陷阱”在美国的盛行也有着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

作为一个经济强国,美国仍在持续增长,但相对而言,其增长的重要性和绝

对性 意 义 都 在 下 降。在 心 态 上 则 体 现 为 美 国 对 于 世 界 霸 权 的 迷 恋

(hegemonicnostalgia);不愿调整心态以适应权力和影响力下降的新现实。

与以往的霸权国家一样,美国也可能会对过去的黄金时代和国际声誉进行

理想化的叙事和想象,并对衰落的结果忧心忡忡。特朗普所呼吁的“让美国

再次伟大”的口号就是这种心态的最佳体现。

美国对世界霸权的迷恋心态所导致的直接政策后果是低估权力转移程

度,表现形式则是为挽回失去的国际领导权所进行的失败尝试。较早期的

例子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SuezCrisis)时期的英、法两国的干预———

这是冷战时期两国对于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最后挑战。就当下而言,奥巴

马阻止英、澳、韩等国加入亚投行的失败努力则是最近的一个例子。曾经的

领导国往往难以调整心态以平和地适应目前的战略守势阶段。相反,它们

往往倾向于认为,只要表现得更为强硬(assertiveness),形势就会改观。许

多美国人将国内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中国的巨大体量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威

胁。然而,美国没有能力扭转历史或阻止中国崛起。事实上,美国只是摆出

一副敌视中国并时刻准备与之对抗的姿态,而这只能吸引那些对美国霸权

抱有幻想的大众眼球。而专家们越来越多地指出,与中国对抗的代价巨大,

且徒劳无益。① 尽管如此,艾利森对冲突可能性的关切仍不失为智识之见。

(三)相对确定性:美国外交的选项和资源

虽然历史不能逆转,但是美国的衰落也绝非简单线性下降。美国是世

界人口第三大国,拥有巨大的财富和资源,特朗普和中国都无法改变这些基

本事实。据普华永道(PWC)预测,到2050年,美国将是世界五大经济体中

① MichaelSwaine,ConflictandCooperationintheAsia-Pacific:AStrategic
NetAssessment2015 (Washington,DC:CarnegieEn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

2015);JamesDobbinsetal.,ConflictwithChinaRevisited:Prospects,Consequences,

andStrategiesforDeterrence(SantaMonica:RandCorporation,2017),https://www.
rand.org/pubs/perspectives/PE2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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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发达国家,也将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发达国家。① 因此,除非发生大规

模战争,否则无论在任何领域,美国都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

国家之一,如果中美之间发生世界大战,则难以想象劫后余生的世界会是怎

样一番景象。

基于现有的实力地位,美国仍有能力修正自己和其他国家的政策错误。

如果世界大战是唯一可能致命的错误,那么美国的合作伙伴就应谨慎行事,

只要存在可能就不应排除合作的希望,美国也是如此。鉴于中美关系在世

界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认识这点至关重要。

六、 结论: 政治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外交政策

就一般情况而言,政策建议通常先假设或描述某种政策框架,然后给定

政策选项,并且建议某种具体的行动方案。但是,在处于极大不确定性的条

件之下,决策者的决策方法和程序都必须发生相应改变,所有备选方案都必

须基于推测并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contingentandhypothetical)。笔者认

为目前当务之急是提出某种适用于不可预测条件下的原则和态度,而不仅

仅是提出某项具体的行动计划。笔者主张,在应对当前全球政治危机时我

们应当坚持这样一种总体方针和原则,它包括四个方面:保持冷静、相互包

容、强调问题导向而非对抗导向以及构建区域和全球机制(globalregime)。

首先,人们应该在危机中保持冷静。尽管人们在危机局势中难以做到

这点,但这无疑是上上之策。危机激发了人们对于各种极端可能性的想象,

尽管它们极少应验。过度的情绪波动是冷静思考和采取适当行动的大敌。

在危机发生时,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危机可能的波及范围以及危机可能

产生影响大小。因此,保持冷静十分必要,这并不是因为危机很快就会结

束,而是因为危机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第二项原则是相互包容,这在后霸权时代尤为重要。要做到这点,各国

就应该在进行政策选择时给自己留有余地,并且学会包容对手,因为他们也

① PriceWaterhouse,TheWorldin2050,February,2015,https://www.pwc.
com/gx/en/issues/economy/future-econom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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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潜在的合作伙伴。即使双方处于敌对状态,哪怕对方最后拒绝善意,

也应坚持这种包容态度。有趣的是,美国也曾有向苏东地区提供与西欧地

区的马歇尔计划类似的经济援助方案,但却遭到拒绝。事实上,这是美国外

交活动的成功之处,我们只是说,如果苏联接受援助,那将达到更好的外交

效果。伙伴关系和同盟关系都是减少国际关系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但是

伙伴关系是两者之中更好的选择,因为前者更具包容性。

第三项原则是减少对抗,多关注具体问题。在媒体的煽动怂恿下,国家

领导人决策时往往会将国家利益冲突人格化(personification),并且摆出一

副全面对抗的姿态。事实上,一方获胜而另一方宣告失败的情况十分罕见。

因此,以国家领导人之间对抗形式表现出来的国家利益之争绝不可能产生

任何积极结果,这只能增强双方的对抗倾向,延长对抗时间。相反,通过强

调讨论具体问题而非进行对抗,双方仍然能够表达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同

时通过引入专业意见,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仍有机会区分利益上的分歧与民

族自尊和对立所产生的情绪波动。

最后一项原则是建立区域和全球合作机制。所有国家都希望在后霸权

世界中保持稳定预期,而建立广泛的多边体系和制度则是达成上述目标的

最佳途径。人们最初设计出来这些以降低关税等形式出现的制度来促进国

家间的相互联系。它们最基本的功能是确认所有机制参与者的正式地位以

及设置各种博弈规则。就此而言,东盟在区域组织建设方面所作的诸多努

力是制度化效用的最好例子(不考虑这些具体制度内容的话)。具有可信度

的国际机构一旦建立,机构成员就会开始不断增加,制度的具体内容也就可

能逐步改进。

上述四项原则将会使外交变得更为审慎,在国际关系不稳定时期,这些

一般性准则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危机使得人们容易采取过激行为,例如联

合起来对抗可能出现的威胁,“得意扬扬”地等待挑战出现(standupproudly
againstchallenger)。人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反应,不是因为这样可以解决

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只要保持这种强硬态度,就可以应对不确定性所

可能造成的各种危害。要知道,如果这种不确定性真实存在,那么否认其存

在就是最不恰当的回应。尽管感情上可能一时难以接受,但是人们应当努

力保持政策灵活性,并且努力通过合作来减少未知所可能产生的混乱与恐

惧,也许这才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最为适当的举动。


